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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1月2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社会科

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：“历史是一

面镜子，鉴古知今，学史明智。重视历史、研究历史、

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

统。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。新时代坚

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，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

国历史和文化，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

律，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、走向未来。”[1]

对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中“四海一家”的义理和合理

“内核”进行研究和阐释，是赓续中华民族凝聚力强

大基因，践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永葆史学工

作者不负人民、砥砺奋进初心，积极投身加快构建中

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新征程的具体行动。

历史书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、多民族

的国家而言，具有超乎寻常的价值和意义。早在百

年前，梁启超就断言：“中国于各种学问中，惟史学为

最发达；史学在世界各国中，惟中国为最发达。”[2]作

为中华文化渊薮的“历史文化乳汁”不仅滋润、哺育

了中国人的伦理道德、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，而且也

成为我们阐释、抒发家国情怀，发扬光大爱国主义的

基础基因。古代圣贤孜孜以求的“四海之广，兆民之

众，莫不同(合)”[3]的“大一统”思想，为当代铸牢中华

民族共同体意识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无

穷的动力资源。

“中华民族”一词在中文中出现，初见于 20世纪

初。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，中华民族是近代以

来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，但作为“自在的

民族实体”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[4]。中国

古代史学传统中“四海一家”的思想，正是数千年“自

在的”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朴素表达。

一、何为“四海一家”？

“四海一家”的本意为四海之广，犹如一家，在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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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古代引申为帝业宏大，天下一统。追溯“四海一

家”在中国古代史学文献中的出现，最初见之于《隋

书》。作为御史的柳彧见隋文帝事无巨细，亲力亲

为，“上疏谏曰：‘……比见四海一家，万机务广，事无

大小，咸关圣听……伏愿思臣至言，少减烦务，以怡

神为意，以养性为怀，思武王安乐之义，念文王勤忧

之理。’”[5]此奏疏内容亦见于明代杨士奇等所编纂的

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 26“治道”。但中国传统史学中

“四海一家”的思想的产生则要早得多。在《论语·颜

渊》中讲到的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[6]、《荀子》中三次讲

到的“四海之内若一家”[7]69，95，172表达的都是“四海一

家”的理念。《诗经》中所说的“凡今之人，莫如兄

弟”[8]293，唐代诗人王勃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中“海内

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[9]等，同样表达的是此意。其

中，《荀子》中言：“近者歌讴而乐之，远者竭蹶而趋

之，无幽闲辟陋之国，莫不趋使而安乐之，四海之内

若一家，通达之属莫不从服，夫是之谓人师。《诗》曰：

‘自西自东，自南自北，无思不服。’此之谓也。”[7]172明

代丘濬在解析《尚书·舜典》中“岁二月，东巡守至

于岱宗”时讲到的：“臣按：先儒有言，巡守所以维

持封建……万方一国，四海一家，如肢体之分布，如

心手之相应，万里如在殿廷，州县如在辇毂，挈其领

而裘随，举其纲而网顺。”[10]都是对先秦帝王们天下

归心、江山一统的丰功伟绩的赞美。

就“四海”的范围而言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广

义的“四海”指天下。狭义的“四海”通常是指遥远的

“四夷”栖息的边地，即《尔雅》中所说的“九夷、八蛮、

六戎、五狄，谓之四海”[11]。《尔雅》中解析“四海”是系之

于“释地”，而不是“释水”，即表明此“四海”与海洋之

“海”并无直接联系。唐代杨倞在注解《荀子·王制篇》

时便断言：“海，谓荒晦绝远之地，不必至海水也。”[7]96

古代中原地区与周边民族之间早就存在着密切

的联系与交往，相应地在早期的汉文文献中出现了

“四海”的众多记载。如，《尚书·舜典》中有：“二十有

八载，帝(尧)乃殂落。百姓如丧考妣，三载，四海遏密

八音。”[12]40《礼记·祭义》中有：“夫孝，置之而塞乎天

地，溥之而横乎四海。”[13]819屈原《九歌·云中君》中有：

“览冀州兮有余，横四海兮焉穷？”[14]34《楚辞·大招》中

有：“名声若日，照四海只。德誉配天，万民理

只。”[14]191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中有：“夫道者……植之而

塞于天地，横之而弥于四海。”[15]1

东汉末刘熙所著的汉语语源学著作《释名》中曾

用“晦”字来解释“四海”之“海”，这开创了一条认识

“四海”奥义的门径。这一观点被后来的注疏者、研

究者屡屡征引并得到肯定。《释名·释水》有：“海，晦

也。主承秽浊，其色黑如晦也。”[16]41晦的原意为昏

暗，指月末夜晚，没有月亮，光线昏暗。《说文》中即

说：“晦，月尽也。”三国魏时张揖《广雅》[17]640沿袭了

《释名·释水》中“海，晦也”的释义。秦末汉初学者毛

亨《毛诗序》谓《诗经·小雅》中有《蓼萧》旨在称颂天

子“泽及四海也”[18]347。汉末儒家学者郑玄笺证《毛

诗》中的“四海”为：“四海：海者，晦也，地险言其去中

国险远，秉政教昏昧。”[18]347同时，唐代孔颖达引三国

时经学家孙炎注文曰：“海之言晦，晦闇于礼仪

也。”[18]347另有清代郝懿行注疏《尔雅·释地》“四海”时

讲道：“四海者，《御览》卅六引舍人云：‘晦冥无识，不

可教诲，故曰四海’。”[17]213吕思勉在其《中国通史》中

说：“四海的海字，乃晦暗之义。古代交通不便……

本部族以外的情形，就茫昧不明，所以夷、蛮、戎、狄，

谓之四海……中国西北两面均无海，而古称四海者

以此。”[19]当代学者刘钧杰 [20]、王子今 [21]也认为，古代

文献中确有把“海”写作“晦”、释作“晦”的情况。

古人所说的广义的“四海”范围要比传统的“禹

迹九州”大得多。汉代刘向《说苑》中就有：“八荒之

内有四海，四海之内有九州。”[22]说明九州是被包括

在四海之内的。东汉经学家郑玄在为《尚书·舜典》

所作的注中也讲道：“自九州之外至于四海，三分其

地，远近若周之夷、镇、蕃也。”[12]43《周礼·春官·巾车》

“以封蕃国”注文中有：“蕃国，九州之外夷服、镇服、

蕃服。”[23]414又，《周礼·秋官·大行人》疏文中有：“九州

之外，谓之蕃国。”[23]559凡此种种，皆表明夷狄戎蛮等

周边各族都在四海范围内。
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也有：“唯禹之功为大，披九

山，通九泽，决九河，定九州，各以其职来贡，不失厥

宜……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。”[24]43此“九州”，指

《尚书·禹贡》中所说的冀、衮、青、徐、扬、荆、豫、梁、

雍州，亦即“禹迹”所在，自战国以来成为古代中央王

朝的代称，与中土、神州、赤县属同一概念，常说的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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岳、五镇、四渎等都在九州这个地理范围内。

与狭义的“四海”相近的词又有四荒、四表、四

极、四裔，同样指“四夷”所居的边地。《逸周书》言：

“善至于四海，曰天子；达于四荒，曰天王；四荒至，莫

有怨訾，乃登为帝。”[25]404汉代高诱注《吕氏春秋》时

言：“东方曰夷，南方曰蛮，其在四表皆为夷也。”[26]42

《尔雅》在释“野”时讲道：“东至于泰远，西至于邠国，

南至于濮鈆，北至于祝栗，谓之四极。觚竹、北户、西王

母、日下，谓之四荒。”[11]201《左传》载：“舜臣尧，宾于四门，

流四凶族，浑敦、穷奇、杌、饕餮，投诸四裔，以御螭

魅。”[27]102汉贾逵曾说：“四裔之地，去王城四千里。”[24]38

拥有四海、协和万邦，“日月所照，风雨所至，莫

不从服”[24]14是黄帝以来的“圣君”们就有的理想，也

是后世的历代帝王们追求的目标。《尚书》的《尧典》

中就有：“帝尧……光被四表……克明俊德，以亲九

族。九族既睦，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协和万邦，黎

民于变时雍。”[12]17-18舜同样追求“天下咸服”[12]38。舜

在位的第28年尧去世，“百姓如丧考妣，三载，四海遏

密八音”[12]40。“(禹)文命敷于四海，只承于帝……帝德

广运，乃圣乃神，乃武乃文；皇天眷命，奄有四海，为

天下君。”[12]50-51宋代大儒程颐在解读《周易》时亦讲

道：“王者有四海之广，兆民之众，极天下之大也，故

丰大之道，唯王者能致之。所有既大，其保之治之道

亦当大也，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。”[3]222

殷商时期，四海之民与商关系密切，保持着朝贡

关系。《诗经·商颂·殷武》中有：“昔有成汤，白彼氐

羌，莫敢不来享，莫敢不来王，曰商是常。”[8]685《诗经·

玄鸟》亦有：“古帝命武汤，正域彼四方，方命厥后，奄

有九有。商之先后，受命不殆，在武丁孙子……邦畿

千里，维民所止，肇域彼四海，四海来假”[8]678，表现出

了商王朝威服统摄“四方”“九有”的气势。

西周国家治理体系中实行“五服”制度。《国语·

周语》记载：“夫先王之制：邦内甸服，邦外侯服，侯、

卫宾服，蛮、夷要服，戎、狄荒服。甸服者祭，侯服者

祀，宾服者享，要服者贡，荒服者王。日祭、月祀、时

享、岁贡、终王，先王之训也。”[28]4此“先王之制”，金景

芳认为指的是周朝所确定的朝贡“服制”[29]。经周王

朝的努力，周边各族纷纷臣服于周朝，分别被纳入要

服、荒服，按规制向周王朝履行朝见、朝贡等义务。

这样使得周朝的影响力拓展到了九州之外，初步形

成周王朝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

臣”[8]416的“天下观”和以宗周、诸侯、四夷为同心圆的

天下秩序。西周王朝以“五服制”的方式建构的海内

一统国家结构形态，对其后的王朝影响极大。

二、中国传统史学中“四海一家”思想的渊薮

中国传统史学中“四海一家”的思想是源远流长

的，最早滥觞于“传说时代”。此一时期，历史是靠

“口耳相传”的方式叙述的，其中还充斥着神话色

彩。但这种神话传说是有历史价值的，其中蕴含着

合理的成分。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：“上古之事，传

说与史实混而不分。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，与

传说无异，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，二者

不易区别，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。”[30]1

古文献中记载的传说时代的上古帝王事迹，以

“三皇五帝”最为流行，先出现了“帝”，继后又出现了

“皇”。大约在战国中后期出现了“五帝”之称。大约

在《大戴礼记》中才最终确立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帝尧、

帝舜为“五帝”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中采用

《大戴礼记》的说法，经审慎考证，最终完成了传说时

代神话的历史化。到了唐代，司马贞不满于司马迁

写《史记》起于黄帝，补写了伏羲、女娲、神农事迹，完

成了《三皇本纪》。但司马贞所言三皇历史的真实性

无法与五帝比肩，所以被诟病较多。

中国古代传说时代历史的价值，曾受到国内外

学者如白鸟库吉[31]、顾颉刚[32]、钱玄同[33]等的质疑，但

其合理性并没有被泯灭，反而随着中国新石器时代

考古成果的面世，以及新发现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

帛佚籍研究的推进，中国古史的面目愈益明朗。顾

颉刚先生的“疑古”在当时就受到王国维 [30]2-53、刘掞

藜[34]、胡堇人[35]等学者的反驳。之后，徐旭生在其《中

国古史的传说时代》中又指出：“很古时代的传说总

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、核心，并不是向壁虚造的……

传说时代所流传下来的一部分古史资料，在经典的

荫庇下，在前二千年间的人的心目中，是比将来正史

中所载史实更可靠的。”[36]徐先生这一认识，有助于

矫正“疑古派”学者的极端，为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

研究，创立了一个新体系[37]。逮至1992年，李学勤发

表了《走出疑古时代》的演讲，呼吁“把文献研究和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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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研究结合起来……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做出重新

估价”[38]。当初，夏、商王朝的历史也曾被看作是传

说，甲骨卜辞文献的被发现、解读，使商代的历史成

为信史。随后，距今 3800-3500年前后的河南偃师

二里头文化的发现，为夏朝研究提供了坚实基础。

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，夏王朝也并非中国

文明和国家起源的最早源头，在黄河流域发现的更

早的仰韶文化、龙山文化，使人们对夏代以前历史的

认识越来越明晰。李伯谦先生就认为：“大体说来，

传统史学的三皇时代大致对应于考古学上旧石器时

代至新石器早、中期，五帝时代大致对应于考古学上

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末期。”[39]

特别要指出的是，经过 80多年不间断的考古探

索，发现的距今约 5300-4300年的良渚文化以其规

模宏大的古城、高等级的墓葬、精良的城市规划设

计、庞大的土石方工程量、纯熟的稻作农业、严格的

用玉制度、陶壶上的纪事文字[40]等，有力地证明了良

渚文化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国家文明阶段 [41]。显然，

此国家文明形态是在夏朝以前。

中国传统史学中“四海一家”“万民一祖，千古一

系”的思想根深蒂固，不仅影响了中原汉族，也影响

到了周边民族。有多个民族在说到起源时便追溯到

黄帝，这是一种很值得重视的现象。如在讲到犬戎

时，《山海经·大荒北经》载曰：“大荒之中，有山名曰

融父山，顺水入焉。有人名曰犬戎。黄帝生苗龙，苗

龙生融吾，融吾生弄明，弄明生白犬，白犬有牝牡，是

为犬戎。”[42]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在提到匈奴来源时说：

“匈奴，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，曰淳维。”[24]2879按《集

解》曰：淳维乃“匈奴始祖名”。“乐产《括地谱》云：‘夏

桀无道，汤放之鸣条，三年而死。其子獯粥妻桀之众

妾，避居北野，随畜移徙，中国谓之匈奴。’”[24]2880又如

《史记·秦本纪》在述说秦人历史时说：“秦之先，帝颛

顼之苗裔孙，曰女修……其玄孙费昌，子孙或在中

国，或在夷狄。”[24]173-174再如《晋书》之《慕容廆载记》

《苻洪载记》《姚弋仲载记》中分别记载：鲜卑慕容氏，

“其先有熊氏之苗裔，世居北夷”[43]2803；氐族苻氏，“其

先盖有扈之苗裔，世为西戎酋长”[43]2867；羌族姚氏，

“其先有虞氏之苗裔。禹封舜少子于西戎，世为羌

酋”[43]2959。其中，有熊氏是黄帝所在的部落，有扈氏

是臣服于夏启的部落，有虞氏是虞舜所在的部落。

《魏书》在远溯拓跋鲜卑先世时也说，鲜卑出自黄帝

25个儿子之一的昌意[44]。类似的还有如楚之先祖出

自颛顼高阳[24]1689、越王勾践是禹之苗裔[24]1739，等等。

上述这种周边民族通过迂回曲折的方式攀援的

“华夷共祖”的表达，恐怕不能认为仅仅是中原史家

对那段历史的“建构”，而可能是他们吸收了在这些

民族中长期沿袭口传的族源信息，反映的是犬戎、匈

奴、鲜卑等族自身对其来源的根源性解说，有其合理

的成分在内。李凭教授认为，“这些部族的首领如此

煞费苦心，就是为了尽快地让华夏的民众接受他们

建立的政权”[45]。这是很有道理的。

三、中国早期“四海之民”的分布、流动与认同

从古文献中看出，三皇五帝时期的社会呈现的

就是多元族群的面相。在中原地区，栖息的是诸夏

或华夏先民，周边栖息的是被称之为夷、狄、戎、蛮的

“四夷”。四夷各集团内部则比较复杂。按照田继周

先生说法，东夷集团中至少有堣夷、莱夷、淮夷、风夷

等27个夷国；北狄集团有獯鬻、猃狁、鬼方等17个民

族；西戎集团有昆仑、析支、渠搜、昆夷、氐、羌等民

族；南蛮集团则有三苗、荆蛮、庸、濮等 14个(百濮)、
蜀、髳、微、越(百越)、闽、巴、僬侥等 17个民族[46]。四

方民族的上述族称，虽然有些可能是同一民族因居住

地域不同，或者是因时代不同而有不同的族称，但总体

却能反映出早期中国社会族群的多样性和复杂性。

《礼记·王制》载：四海之民“皆有性也……中国

蛮夷戎狄皆有安居、和味、宜服、利用、备器。五方之

民，语言不通，嗜欲不同。达其志，通其欲，东方日

寄，南方曰象，西方曰狄鞮，北方曰译”[13]246-247。这里

的“寄”“象”“狄鞮”和“译”，皆为翻译四方民族语

言的人。汉王充《论衡》中讲：“四夷入诸夏，因译

而通……虽五帝三王不能去译独晓四夷。”[47]

从“五帝”时期起，中原政权就与周边民族有了

密切交往。《史记·五帝本记》中记载的轩辕黄帝“北

逐荤粥”[24]6，颛顼“北至于幽陵，南至于交趾，西至于

流沙，东至于蟠木”[24]11，尧“合和万国”[24]15，舜“南抚交

趾、北发，西戎、析枝、渠廋、氐、羌，北山戎、发、息慎，

东长、鸟夷”[24]43；《吕氏春秋》记载的“尧战于丹水之

浦，以服南蛮；舜却苖民，更易其俗；禹攻曹、魏、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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骜、有扈，以行其教”[26]487等，都是明证。在多种因素

作用下，早期的民族还有过大范围的迁徙和流

动[48]。如帝尧时，“流共工于幽陵；以变北狄，放骥兜

于崇山，以变南蛮；迁三苗于三危，以变西戎；殛鲧于

羽山，以变东夷”[24]28。更为重要的是，这种迁徙和流

动，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一种常态，有力地促成了民

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，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

形成和发展。

具有振聋发聩意义的一个事实是，古文献中记

载的三皇五帝、周文王等这些圣贤君主，有几位本身

就出自或曾生活在“夷狄”之中。被尊为五帝之首的

黄帝，原先居住在西北方，过着往来不定、迁徙无常

的游牧生活。黄帝的不少事迹也发生在西北。《庄

子·天地篇》有：“黄帝游乎赤水之北，登乎昆仑之丘

而南望。”[49]126《庄子·至乐篇》有：“昆仑之虚，黄帝之

所休。”[49]195范文澜很早就注意到了黄帝的游牧特

性[50]。《尚书》《管子》《墨子》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《尸子

辑本》《竹书纪年》等皆讲到，舜耕于历山。而历山即

山东济南一带，恰是东夷活动区域。故《孟子》直接

说：“舜生于诸冯，迁于负夏，卒于鸣条，东夷之人

也。”[51]142陆贾《新语》、刘安《淮南子》、桓宽《盐铁论》、

扬雄《蜀王本纪》中皆有“禹生石纽”“出于西羌”的记

载。皇甫谧注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也说：“《孟子》称禹

生石纽，西夷人也。”[24]686《孟子》中又有：“文王生于岐

周，卒于毕郢，西夷之人也。”[51]142陆贾《新语·术事》也

说：“(周)文王生于东夷。”[52]后世的《别本十六国春

秋》《太平寰宇记》《太平御览》《册府元龟》《喻林》等

沿袭了此说。

笔者认为，史书上关于黄帝、舜、大禹、周文王等

出自周边民族的说法，与前文言及的周边民族通过

迂回曲折的方式攀援的“华夷共祖”的表达有异曲同

工之妙，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一个亮点。实际上，

它所表达的是古人的一种认同观念。这种观念来自

两个方面：其一来自古代中华大地上“夷狄戎蛮”等各

个民族，表达的是他们与中原华夏“同源共祖”的集体

记忆；其二来自中原华夏民族，表达的是他们对“夷狄

戎蛮”与华夏共生共荣，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的理想。

四、古代史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塑

中国古代史学历来就承载着资政育人、涵养文

化、培育人格、文化认同的价值功能。在形塑中华民

族共同体形象方面，中国史学家们同样发挥了无可

替代的作用。

西汉武帝时期，太史公司马迁借鉴了中国传统

史学的传统，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。他撰述的

《史记》是自五帝到汉武帝时期的通史、国史，写作的

目的是为了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

言”[53]。个人命运的多舛、遭际，并没有泯灭其史学

存真、继绝的大“道”。在《史记》中，司马迁把中国史

学的“大一统”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。

《史记》有两项创举，对中国的历史学传统影响

至深。其一是谱写了中华正史第一本纪——《五帝

本纪》，把黄帝从传说时代的部族始祖和英雄转变成

了人间圣王，并且将大范围内的四海之民建构为一

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共同体。《史记》列《五帝本纪》为

首卷，列黄帝为“五帝”之首，把西汉以前的《易系辞

传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管子》《庄子》《吕氏春秋》《山海

经》《淮南子》等古代文献中长期被奉为半人半神的

黄帝“拉到俗界”，“赋予其人格”，并且将颛顼、帝喾、

尧、舜四帝，夏、商、周之先祖禹、契和后稷，后世的帝

王、诸侯以及匈奴等族都纳入黄帝的子孙后裔中，以

血缘纽带构筑起了具有远见卓识的“天下一家”正统

谱系。这就使得“黄帝的人文初祖形象从原属北朝

统治的黄河流域推广到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，在宽广

的中华大地播撒开来，并且普遍地深入人心……黄

帝已经成为海内外公认的中华民族人文初祖，成为

广泛团结世界华人的旗帜”[46]。其二是破天荒地在

《史记》中为周边的匈奴、南越、东越、朝鲜、西南夷等

五个“蛮夷”民族立传，把他们与老子、韩非等重要人

物一同列为天子臣民。在70篇列传的先后次序排列

上，也反映出司马迁独特的观念和用意。他把《匈奴

列传》列在了《卫将军骠骑列传》之前，把《南越列传》

《东越列传》《朝鲜列传》《西南夷列传》列在《平津侯

主父列传》之后、《司马相如列传》之前。显然，司马

迁认为的“国史”，是一定包括匈奴、南越等周边民族

历史在内的。这其中是寄托了司马迁“四海一家”的

大一统思想的。

另外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还对建立一统和维护

一统的历史人物大加赞赏，而对那些逆“大一统”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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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的乱臣贼子，则加以鞭挞。这种爱憎分明的立场

和态度贯穿于整部书中。

《史记》之后的史学著作，特别是一些“正史”就

一直奉《史记》为圭臬，延续了司马迁开创的先例，在

修撰各个时代各朝历史时都列有专门的民族附传。

如在班固的《汉书》中有匈奴传、西南夷传、两粤传、

朝鲜传、西域传，在范晔《后汉书》中有东夷列传、南

蛮西南夷列传、西羌传、西域传、南匈奴列传、乌桓鲜

卑列传……一种理念既然已经在古代历史学家们的

心灵深处扎下了根，就被一代代传承下来，最终养成

了一种共同文化逻辑，形成一种文化自觉[54]。

即便是像南北朝这样的分裂时期，虽然不同政

权之间在政治上对峙，但史家们在理念上却都在向

往、追求大一统。典型的如郦道元，他虽生活于南北

分裂的北魏，但其地理学著作《水经注》却并没有拘

泥于北魏，而是立足全国各地，反映出时人期盼统一

的心声。

到了元代，天下一统与四海一家的修史观念又

有了新的突破性的升华。在空前统一的背景下，元

朝一方面撰修出“为书以明一统”[55]的《元大一统

志》，首次以“一统”直接命名史籍。另一方面在修

宋、辽、金三史时，秉持一视同仁、独立成史的原则，

“三国各与正统，各系其年号”[56]，并且摒弃了对周边

民族的“夷狄”“南蛮”等蔑称，修正了南北朝修史时

出现的“南书谓北为‘索虏’，北书指南为‘岛夷’”[57]

的痼疾。在宋、辽、金三史编纂中还着意体现了少数

民族政权对于华夏血缘的认同，通过《辽史》中“辽之

先，出自炎帝”[58]，《金史》中的“契丹、汉人久为一

家”，“番、汉之民皆赤子也”[59]的记载，进一步强调了

民族同源、四海一家的观念[60]。

迨至清代，“四海一家”的理念进一步昭然于天

下，“华”与“夷”被看成是大一统完成内部不同地域

之别。雍正即认为，“本朝之为满洲，犹中国之有籍

贯。舜为东夷之人，文王为西夷之人”，并不影响其

“圣德”。他批评历史上的“华夷之别”为“妄生此疆

彼界之私”，是“凶顽悖恶，好乱乐祸”之言。“盖从来

华夷之说，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，彼此地丑德齐，

莫能相尚，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，南人指北为索虏，

在当日之人，不务修德行仁，而徒事口舌相讥，已为

至卑至陋之见。”[61]显然，清朝在观念上把传统华夏

为中心的内“中国”与四边“夷”为中心的外“中国”合

二为一，形成华夷之间平等的、不分内外的“大中国”

观念。这种观念使得大一统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。

民国时期，王桐龄先生出版的《中国民族史》中

提出，由于“血统相近”、地理气候环境条件相似，不

同民族之间的“混合”变得非常容易，导致所有民族

都是“混合体”，“无纯粹之汉族，亦无纯粹之满

人”[62]。1939年，在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，

历史学家顾颉刚在《益世报·边疆周刊》发表了一篇

题为《中华民族是一个》的文章，呼吁“凡是中国人都

是中华民族……中华民族是一个，这话固然到了现

在才说出口来，但默默地实行却已有了二千数百年

的历史了”[63]。

中国古代“四海一家”的史学思想正是在一代又

一代的史学家们的坚持下，生生不息，内化为中华民

族的整体观念和自觉行动。鉴古知今，今天我们弘扬

中国历史文化传统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需要

继承并发扬中国古代“四海一家”的历史叙事传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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